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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的互动演进研究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谢英挺    XIE Yingting

论述厦门近40多年总体规划在制度背景、编制实践和实施成效方面的历程，指出总体规划经历了“以蓝图规划构建城

市格局，引领城市建设”“以综合规划引导城市空间拓展，进行增长管理”“以空间规划面对空间治理，提升治理效力”

的演进。同时，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关键节点、成熟路径、制度变迁等概念出发，剖析厦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发

生的制度层叠、制度转换模式，以及新时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制度替代模式，认为应深入制度逻辑和演进机制中，从

规划编制和实施中汲取经验、总结规律，针对我国城市治理转型，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未来演进和实施变迁中，探索

规划制度和规划决策的优化更迭，更好地发挥规划作用，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formulation practices, and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of Xiamen’s urban 
master planning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t highligh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n through three key stages: using blueprint 
planning to shape the urban structure and guide urb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using integrated planning to steer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and manage growth, and using spatial planning to address spati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Additionally, drawing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layered and transformative models 
that emerg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Xiamen’s master plan, through the lenses of key junctures, path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t also explores alternative models for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evolution of 
master planning. In light of China’s ongoing urba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optimize and adapt 
planning system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to better harness the 
power of planning to guid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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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城市。

本文阐述厦门市各阶段的制度环境、规

划编制和实施成效，深入研究总规编制内容

和模式特征，全景检视规划决策对城市发展的

影响，展现总规实施与城市发展的互塑互动过

程，并揭示总规对塑造空间结构、推动城市空

On the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Xiamen’s Master Pla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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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总体规划（以

下简称“总规”）编制和实施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厦门作为改革开放与规划创新的典型

城市，自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的制度环境变

化，不断探索总规编制内容和方法，取得较好

的实施成效，引导厦门从滨海小城发展成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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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拓展、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演进

规律。主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关键节

点、成熟路径、制度模式等方面[1]71，[2]，[3]51，[4]，

识别国家制度环境和厦门自身发展的关键节

点，分析规划制度的成熟路径，追溯规划决策

背后的行为逻辑，介绍厦门实践探索的制度层

叠、转换、替代等渐进式制度模式，并从中汲取

经验、总结规律，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未来

演进和实施变迁提供启迪。

1 厦门市总规历程

厦门经济特区自1980年成立后的40多年

间，每隔10年左右编制一轮总规，编制与实施

主要分为3个阶段。

（1）特区起步发展期（1980—2001年），

依据国家战略与特区建设需求编制总规，助力

城市建设从厦门岛老城逐步向外拓展。1980
年启动厦门市总规编制工作，并于1990年获

批；1991年启动新一轮编制，形成《厦门城市

总体规划（1995—2010年）》，2000年获批。

（2）城市化快速发展期（2002—2012年），

围绕“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2003年启

动总规修编，经过多次调整，完成《厦门城市

总体规划（2011—2020年）》，2016年获批。在

此时期，厦门城市空间沿海湾拓展，工业园区

成片建设，基础设施全域布局，公共服务与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成功转型为海湾型城市。

（3）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

按照“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要求，

2017年开展总规编制创新试点，2019年编制

《厦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以下简称“厦门2035总规”），2025年获批。

通过构建完善规划体系与“一张蓝图”，有效

推动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及经济社会全面高质

量发展。

40多年来，总规编制与实施演进呈现3大

特点。一是内涵与外延渐进拓展。适配制度环

境与城市发展阶段，规划范围从城市规划区延

伸至全域城乡空间，最终覆盖全域国土空间；

规划研究对象从单一城市空间与设施安排，转

变为区域空间与土地使用规划，进而升级为全

域、全要素、全过程统筹。二是编制内容与实施

效用的阶段性特征显著。城镇建设初期，总规

作为技术工具，以蓝图规划构建城市格局、引

领建设；快速发展期，成为增长管理工具，引导

空间拓展、布局重大设施，推动经济社会协同

发展；城镇化稳定期，转型为综合治理工具，以

空间规划应对治理需求，提升城市空间价值与

治理效能[5]，[6]83。三是制度变迁机制与行为模

式持续演化。在国家制度环境转换和城市发展

关键节点，部分编制方法与实施路径呈现路径

依赖，同时结合发展需求探索适配规划制度，

呈现渐进式制度变迁。

2 规划编制方法和实施路径的演变

2.1  城市发展初期以蓝图规划构建城市框架

和引领城市建设（1980―2001年）

2.1.1   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

启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型，启动城镇化建设并遴选部分城市率先对

外开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进一步

确立市场经济地位，我国迎来投资热潮与经

济快速增长，城市规划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其

间，规划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城市规划条例》

（1984）和《城市规划法》（1989）相继出台，

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地市纷纷

启动总规编制以指导城市建设和顺应经济社

会发展。

1949—1978年，厦门因地处两岸对峙成

为海防前线，城市发展缓慢。1980年国务院批

准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厦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

的重要窗口与先行先试“试验田”。为贯彻国

家战略，应对市场经济转型与城镇化发展的双

重驱动，厦门市开展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工作，完成了两轮总规编制，形成以空间布局

和土地使用为核心的蓝图规划，既为厦门奠定

了现代城市发展的空间框架，也有效引领了城

市的建设。

2.1.2   编制理想蓝图，搭建现代城市框架

（1）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城市定

位和发展方向

在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初期，1985年厦门市

政府组织百余名专家完成《1985年—2000年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

略》”），围绕“加强对台联系、促进祖国统一”

和“实施自由港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特区”的

核心思想，明确了“本世纪末建成具有自由港

特征的多功能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目标及

“以工业为主、港口为中心、对外贸易为导向”

的路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指导思想、定

位、目标与重点，成为城市中长期建设战略蓝

本[7]。以此为统领，总规确定“经济特区、东南

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的

城市性质，制定配套空间策略。

（2）结合自然地理和城市特征，制定空

间结构与空间策略

厦门秉持“自然与城市融合”理念，结

合“山海相隔、海湾环抱”特征，提出“一环

数片、众星拱月”组团式空间结构与“山海城

相融”意象，实现城市与自然衔接；构建市域

城镇体系，以“相对集中、有机分散”原则划

分功能组团；港口周边规划工业区保障临港产

业发展，生活岸线紧邻居住区和商业区，筼筜

湖周边规划城市中心区，统筹重大基础设施支

撑城市运行。

为保障有序发展，规划明确空间策略引

导拓展与建设时序：结合自然地理与建设成

本，确定“先本岛西侧集中、再跨西海域拓展”

策略；采用“跳跃式布局”在新区建设城市中

心带动新城开发；运用极限规划方法，测算水、

环境、能源等指标推演用地极限，布局基础设

施与交通系统，构建远景骨架；预判多元发展

情景，制定适配空间策略提升规划弹性[8]。

2.1.3   推动规划实施，引导城市建设行为

1980—2001年，总规作为建设指引工具

成效显著，落实了投资、统筹了设施，搭建了

现代城市框架。至2010年规划期末，厦门用

地与人口规模超预期，“组团式空间结构”持

续贯彻，机场、港口等重大设施及功能分区

基本按规划落地，实现新旧城协同发展。但

局部用地规划有调整，例如：海沧区原规划

因台商王永庆“901工程”终止而进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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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戴尔等项目引进改变本岛东北部原布

局；筼筜中心区因商务办公落地不足、房地

产需求旺盛，部分商务用地改居住、商业用

地改公园绿地。

2.1.4   制度的关键节点、成熟路径与行为逻辑

（1）关键节点与成熟路径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厦门城市发展的关

键转折点，经济特区政策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1978年以前，厦门城市建设

主要依赖国家投资；特区成立后，厦门肩负探

索外向经济的重任，发展出口加工业，利用外

资和借贷建设机场等重要设施，并启动了建设

用地有偿使用改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厦门市

政府编制的《发展战略》立足改革开放与世

界经济格局，突破“五年计划”传统模式，创

造性地提出中长期战略设想，为起步阶段的经

济特区构建了具有前瞻性、科学性与系统性的

中长期发展蓝图，成为制定总规、实施计划和

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此为基础，厦门开展

两轮总规编制，依托国内外知名专家的广阔

视野与丰富经验，推动了规划制度建立和编

制方法创新，规划成果获社会各方的广泛认

同。尤其是“战略规划引领总规、广纳专家意

见”的工作模式，在实施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逐渐成为后续规划编制的成熟路径，且在实

践中不断优化。此后40年，城市发展关键节点

由市政府组织编制战略规划、确定发展方向、

凝聚共识、指导总规编制，便成为厦门的规划

传统。此外，总规“组团式空间结构”契合了

厦门的自然地理特征，后续历版总规持续沿

用；以空间策略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不断优

化迭代，成为提升规划可实施性的关键，具有

深远意义。

（2）专业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协同

该时期的总规仍然受计划经济思维影

响，以“终极目标的空间想象”描绘理想蓝图，

形成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统一预期并引导资源

配置[3]52。总规作为技术蓝图，并未制定严格的

强制性条文，但厦门城市发展初期规模较小，

建设项目易于管理，作为各方共识的总规蓝图

取得较好实施成效。

总规提出的“组团式”空间布局和“先

西后东、环湾发展”的空间策略成为共识，从

专业逻辑角度提出的“新经济区与老城隔离”

模式与“扩张型土地开发”市场逻辑契合[3]53。

在市场投资和规划管理的推动下，厦门特区

发展初期建设机场、港口、桥梁等重大基础设

施，跳出老城建设新中心区并带动周边新城

发展，规划布局和设施安排得到有效实施；但

因重大产业项目选址变动、市场短期内对商

业商务等设施配置需求不足等情况，局部片

区的土地使用规划调整较大。显然，当规划专

业逻辑与市场逻辑协同一致时，规划能够得

到有效落实，而当两者相悖时，规划实施则面

临阻碍。

2.2  城市快速拓展期以综合规划引导城市

格局和施行增长管理（2002―2012年）

2.2.1   经济全球化、加入WTO和快速城镇化

21世纪初，我国抓住加入WTO的机遇，外

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叠加快速城镇化

中基建与房地产投资的双重拉动，总体经济规

模持续扩大。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

市间竞争加剧，各地纷纷扩大空间供给、加大

招商力度。2004年国家推行土地有偿出让制

度，在土地财政、居民需求提升及投资增加的

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城镇空间快

速拓展。

2002年前，厦门城市建设集中于本岛，岛

外多未被划入规划区，岛内和岛外的基建、公

共服务及产业差距显著。进入快速拓展期后，

岛内人口与制造业向岛外转移，厦门面临多

重压力。市区两级及各部门需协调权责与资

源配置，政府分配意图与市场诉求存在矛盾，

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提升，如何维护公共利

益、以规划干预市场、协调矛盾成为新挑战。

2002年厦门提出“跨岛发展”战略，将经济

建设从本岛延伸至全市域，跨海域推进岛外

大规模开发，规划也持续创新编制和实施模

式，以统筹协调、动态调整分配资源、引导布

局、推进重大设施落地，推动总规从“理想蓝

图”转型为“引导城市从现状迈向未来的增

长管理工具”[6]84。

2.2.2   制定综合规划，引导城市空间拓展

（1）明确空间战略，凝聚发展共识

在城市高速发展期，厦门延续了“以战略

规划确定发展方向、凝聚多方共识”的路径依

赖。2002年初，厦门启动“厦门市城市发展

概念规划研究”，同年8月厦门市委组织编制

“海湾城市战略规划”，形成战略构想和实施纲

要。通过制定战略规划，“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

型城市转变”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维护海

湾型城市形态以彰显厦门空间特色、依托海湾

布局城市功能与重大设施”成为全市发展共

识，为后续空间拓展奠定基础。

（2）组织空间结构进行预期管理，统筹

配置空间资源

厦门通过空间结构的系统性组织进行预

期管理，实现空间资源的统筹配置。此阶段总

规确定的空间结构，并非简单的“组团模式”

或“点轴面”图示化静态表达，而是以“搭

建整体逻辑、组织空间秩序”为核心。以塑造

理想城市空间形态为目标，科学布局产业园

区与新城区；按中心区等级体系引导公共设

施与就业岗位集聚；以空间策略明确发展方

向与建设时序；依托交通系统、基础设施提供

支撑保障。最终形成适配的经济社会活动组

织模式，实现城市运行的有序高效，同时构建

“多中心”空间结构以提升空间利用绩效。具

体来看，在空间形态上，延续“组团式”特征，

构建“一岛一带多中心”的组团式海湾城市

格局；在中心等级设置上，打破厦门岛独大的

单中心模式，建立多中心等级体系，引导城市

功能分区与土地使用优化；在空间策略上，明

确城市发展方向与建设时序，推动城市向岛

外新城拓展。

（3）全面衔接总规与土地利用规划

厦门市重视处理全域空间关系，加强总

规与土规的衔接。对非城市建设用地进行整

合，明确非城市建设用地的基本类型、控制范

围和管控要求，推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与城

乡建设的有机融合。将厦门全市域划为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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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在重点规划城市建设区的同时，将非城

市建设用地管控纳入强制性内容，作为保障城

市整体利益的底线。推动总规与土规在城乡建

设用地总量、用地分类上全面衔接，减少两规

在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上的矛盾，提升规

划协同性[9]69。

（4）编制空间布局规划，开展总规检讨，

动态引导用地布局

厦门构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两级

法定规划体系，同步编制空间布局规划及各

类行动规划，建立起法定规划与其他规划间的

“传导—反馈”机制，并通过定期修改更新、动

态维护总规，使总规内容能够随实际情况调

整，主动应对规划实施中的各类问题[9]70。

具体实践中，厦门将全市行政区划划分

为95个规划管理单元，实现控制性详细规划

全覆盖，汇总各管理单元的土地利用规划图，

形成“空间布局一张图”，取代传统总规总图，

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蓝图，纳入规划管理信息系

统，作为规划审批与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根

据各类开发实施规划，“空间布局一张图” 每

年修订两次，及时更新内容，以跟踪、引导和修

正土地使用安排，有效回应市场主体诉求[9]70。

此外，厦门还定期开展总规检讨工作，监测城

市实际发展与总规目标的偏差，及时修正规

划内容、调整空间策略，这一做法可视为后来

“城市体检”工作的初步探索。

2.2.3   实行增长管理，塑造海湾型城市格局

2002—2012年，厦门市采用“全域规划、

动态规划、统筹规划”的方法，以总规确定的

预期目标为导向，从空间结构与策略层面切

入，定期审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评估规

划实施效果并调整规划对策。借助“空间布

局一张图”引导项目落地与建设行为，使总

规的编制与实施成为一个持续优化的动态过

程，充分发挥总规在城市从现状迈向未来进

程中的引导与管控作用。此阶段，总规作为核

心的城市增长管理工具，有效引导“组团式”

空间形态落地，构建起“生产空间与生活空

间平衡、城市空间与生态空间融合、城市功能

布局与交通市政体系耦合匹配”的多元复杂

空间结构，推动厦门顺利实现“跨岛发展”

战略目标。至规划期末，厦门城市建成区面积

增长3倍多，成功形成岛内外一体化的海湾型

城市格局，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区域中心城

市的地位。

2.2.4   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2002—2012年间，厦门总规以战略规划

凝聚空间拓展共识，通过空间结构组织开展预

期管理，明确强制性内容为规划管控划定刚性

底线。从实施结果来看，总规确定的“组团式

空间结构”意象得以持续，但中心等级体系与

空间发展时序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土地使

用规划也随之进行较大幅度的优化。

城市快速发展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市

场投资方成为总规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主

体，在项目选址、开发强度等方面提出大量诉

求，对原有规划框架形成挑战。规划管理者作

为总规的具体执行者，既要应对政府对短期

经济绩效的追求，又需协调政府、市场、公众

之间的多元矛盾，其行为模式从“坚守原规

划”转向“迂回妥协”，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主

动吸纳各方需求，与土地使用者开展协商沟

通，选择“制度层叠”的渐进制度变迁路径，

即“将新规则附加在旧规则之上”[1]12。具体

实践方法为“法定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体

系与各类行动规划并行”，以总规明确规划

预期目标，以行动规划为辅助，及时发现并

解决现实问题，灵活应对多变的市场需求；

伴随城市空间拓展，动态更新修正总规内

容、调整空间布局图，避免因规划僵化阻碍

重点设施与重大项目落地。值得注意的是，

此阶段总规在长达12年的编制周期内三易其

稿，始终未获国务院批复，这一特殊背景为

“制度层叠”模式提供了灵活空间，使其得以

顺利推行。

2.3  城市发展转型期以空间规划提升治理

效用（2013―2025年）

2.3.1   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与空间治理

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7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2019

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明确建立统一空间规划体系、实

现“多规合一”，将各类空间规划融合为国土

空间规划，推进治理现代化。

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治理转型新

形势，在国家规划制度变革进程中，厦门率

先开展规划创新，2013—2017年整合规划

矛盾，推动“多规合一”工作和审批改革。

2019年编制“厦门2035总规”并于2025年

获批，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提供了

探索经验。

2.3.2   编制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

（1）统筹规划，开展“多规合一”工作

在国家倡导新发展理念，但制度环境尚

未变革之前，厦门采用“保留原有法定规划体

系，加强统筹规划”的模式开展“多规合一”

工作。2013—2014年厦门编制《美丽厦门战

略规划》，对厦门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发

展做出了全局性、长期性、决定性的谋划；以此

为指引统筹整合各类规划，协调城规与土规

冲突图斑，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与生态控制线，

形成“多规合一”一张图；把改革延伸到管

理环节，构建“多规合一”平台，推动审批制

度改革，完善法规政策体系[10]。2015—2016
年厦门提出统筹规划理念，构建涵盖发展战

略、刚性管控、要素配置、公共空间营造及审

批管理等5个层次的“一张蓝图”，配套建立

规划实施传导、信息平台支撑、政策保障、建

设管理监测评估等机制。2016年，厦门修改

总规，同步调整土规，使“多规合一”的工作

成果得以纳入法定规划，作为规划实施管理

的有效工具。

（2）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要求，厦门

搭建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高效实施

管理机制，以数字平台支撑空间治理，通过管

控规则引导规划管理，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

规划编制上，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协同平台，构

建“战略规划引领、全域空间规划一张蓝图

统筹、各类系统性规划支撑”体系；突出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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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建立总规与25个专项

规划的衔接机制；形成“总规—分区规划—

详规”逐层传导机制，确保战略意图与管控

要求落地，实现全域“一张蓝图”覆盖。实施

传导上，对接部门五年规划与年度计划，构建

“五年近期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年度实施计

划”的“5-3-1”实施体系，推动规划有序落

地；搭建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与“一

张图”信息系统，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

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提升国土空间治理

能力。

（3）落实国家战略要求，建立全域空间

秩序

“厦门2035总规”落实国家与区域重大

战略，明确城市性质为“经济特区，东南沿海

重要的中心城市，现代海洋城市，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2035年建成具有自由港特

征的经济特区及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

城市。规划以“统筹开发与保护”为核心，逐

层建立全域空间秩序[11]：构建“一屏一湾十廊

多组团”国土空间格局，统筹划定3条控制线，

保护生态与农业空间，引导城市空间发展；划

分规划分区，明确“一岛一湾”城镇空间结构，

通过功能分区引导土地使用，实施用途管制与

规模控制，优化人口与建设用地布局；划定工

业控制线，完善居住用地与公共服务、旅游设

施布局；加强陆海统筹，优化海岸带空间结构，

促进陆海功能协调[12]。

（4）全域全要素全过程配置资源，引导

和约束空间使用行为

厦门通过全域管控统筹各类自然资源

要素。设定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平衡

自然要素并建立指标约束；依托市域城镇建

设用地结构规划表，明确基期与目标年指标

变化，优化用地结构，监督土地绩效，推动集

约节约；以“一张蓝图”与数据库为支撑，

实现城市全周期管控。强化国土空间分区管

控，注重引导约束空间使用行为。统筹全域

生态修复，构建从山体到海洋，从流域、海域

到全域的生态保护格局，以自然地理单元谋

划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整体改善全域自然生

态系统质量；推进镇街级土地综合整治，开

展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与乡村治

理。分类推进存量空间盘活，推动城市更新

行动。

（5）营造空间特色，提升空间品质

“厦门2035总规”十分重视空间特色的

营造，以全域全要素城市设计提升空间品质。

保护“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山海交融”的空

间格局，优化“湾中有湾、湾中有岛”的特色

空间形态，引导公共建筑环湾集聚，打造通山

联海公共空间体系；构建景观眺望体系，提高

海岸线与山脊线的可视度；对天际线重点管控

区进行分段管控，打造起伏灵动环湾天际线；

构建全覆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落实保护

线管控，延续传统风貌。

2.3.3  从制度转换到制度替代

面对日益复杂的空间问题和长期累积的

规划矛盾，2013—2016年期间厦门采用渐进

制度变迁的“制度转换”模式，规划作为实施

协同平台，各级政府从单纯依赖共识，转变为

依据管理规范开展规划协同实施。具体的做

法是维系总规、土规的法定规划编制模式，以

“多规合一”来统筹协调多种规划矛盾，构建

一张蓝图来统筹规划和实施，最终修正法定规

划。厦门“多规合一”的工作，为全国空间规

划体系改革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做出良好的

试点探索。

2019年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涵盖

规划体系、对象、内容、传导管控的全方位转

变，是对原规划制度的“替代”，即正式的改

革。替代内容包括：以“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三

线划定、规划分区、城镇空间结构、一张蓝图，

从区域、城镇到片区逐层渐进传导来建构市域

空间秩序”，替代原来的“根据空间结构意象、

空间策略、土地使用规划、基础设施系统支撑、

重大项目布局，采用规划蓝图的图示化语言和

指标测算的方法，进行城镇空间布局安排和

城市增长管理”；实行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

资源配置，对组成国土空间的各项要素的各

种使用进行统筹安排，而不是局限在安排规

划区内的城镇开发建设活动；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作为国土空间格局和空间使

用行为的管控依据，强调规划体系建构和各

层次、多类型规划之间的协同和上下贯通传

导，改变原来“多规并存，在发展过程中通过

矛盾协调、利益博弈，引导城市从现状走向未

来，从混沌走向有序”的模式。这种制度替代

的本质，是从“制定理想蓝图、追求目标共识、

引导建设行为与城市空间拓展”的规划编制

和实施路径转向“运用一张蓝图的数字化、

现代化管控，建构规划体系传导和监督实施

机制”。

3 总结与展望

总结“厦门2035总规”编制和实施的演

进历程和实践经验，可清晰地看到，在城市发

展的不同阶段，规划的内容与作用存在差异，

呈现出规划的时代性。在我国特定制度环境的

关键节点，城市依据国家自上而下的规范要

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对规划

制度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与优化，并展开大量

创新探索，呈现出渐进的制度变迁。

我国制度环境变化经历4大关键节点。第

1个节点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厦门

作为经济特区，通过多轮国内外专家规划咨询

奠定独特制度基础，形成“市政府主导编制战

略规划凝聚共识、以空间结构引导拓展布局”

的模式，并逐渐成为某种路径依赖。同为特区

的深圳，在国内外专家主导下完成总规，以前

瞻性战略定位与空间结构规划筑牢长远发展

根基。第2个节点是2004年土地有偿出让制度

改革启动、规划规范密集出台时期。面对城市

间竞争与市场挑战，各地实践呈现多样性：厦

门直面政府、市场、公众的利益博弈，通过“两

规”协调化解矛盾，采用“法定规划叠加行动

规划”的制度层叠模式应对挑战；深圳推进规

划体系改革，以近期规划、法定图则保障实施；

东莞、常熟等城市则按市场诉求拆分“两规”

管理，虽短期满足需求，却埋下规划协调与环

境发展的长期隐患。第3个节点为2014—2015
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与五大发展理念。厦

门率先开展“多规合一”探索，通过“保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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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土规体系、优化内容与管控策略”的制度

转换模式，推动审批改革与治理现代化，为国

家规划改革提供重要探索。第4个节点是2019
年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全面推进时期，国家

出台统一标准规范。厦门市以建构市级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5-3-1”实施传导机制等的顶

层设计促进规划协同，以全域全要素城市设

计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2025年以来，随着各地国土空间总规实

施与“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推进，规划实施中

的系列问题也逐渐凸显：总规如何发挥战略引

领与刚性管控作用？面向存量时代，现有规划

模式能否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如何引导城

市更新与空间管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能否

有效助力空间治理？在“整体性治理”与多

元主体博弈的环境中，总规是治理利器，还是

难以忍受市场冲击与公众质疑？如何平衡政

府、市场、公众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会坚守

规划管控，还是会放任规则异化？这些均有待

观察并需在实践中寻找应对之策。

回顾厦门40余年的规划实践并展望未

来，总规在传导和实施过程中势必会面临多重

挑战，规划制度的调整优化亦不应止步，需在

各地的实践中持续完善，探索出适配中国国情

的规划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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